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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协同推进，使数字化转型能否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亟待检

验的核心命题。本文整合资源基础理论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绿色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

双中介模型，并引入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以2011~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绿色知识吸

收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分别发挥中介作用，构成知识积累与资源优化的并行传导路径；环境规制正

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数字化情境的新证据；驱动效应呈现行业

与区域的异质性，高污染行业及西部地区效应更为突出。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技术创新的双

重内在机理，为企业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与政府优化政策布局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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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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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ality” mak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drive enterprise green tech-
nology innovation a core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tested. This paper integrates resource-
based theory and knowledge-based theory to construct a dual-mediation model of green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introduc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An empirical test is conducted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4 as a sample.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green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
ciency play mediating roles, constituting a parallel transmission path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viding new evidence for Porter’s 
hypothesis in a digital context; the driving effect exhibits industry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ith 
more prominent effects in high-pollution industries and we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ual intrinsic mechanism by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igital and green transfor-
mation and for governments to optimize policy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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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其紧迫性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统筹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考验。中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绿色

技术创新被确立为应对碳排放约束的核心驱动力。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与强外部性

等典型特征，企业普遍面临资源约束与技术瓶颈的双重挑战，亟需新的驱动力以突破创新困境。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经济格局。据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 年)》显示，2024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9.2 万

亿元，占 GDP 比重升至 43.8% [1]，数字化转型已从企业发展的可选项演变为核心战略。从微观层面看，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对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与价值创造逻辑的系统性重塑。 
上述两大趋势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深刻的内在耦合。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通过数据要

素驱动打破信息孤岛、优化资源配置，为绿色创新提供底层技术支撑；绿色发展理念则为数字技术应用

确立了价值导向与应用场景。《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 年）》中，已明确

将“双化协同”作为重要政策导向[2]。然而，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深受企业

内部知识吸收能力、资源配置效率与外部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若缺乏对绿色知识的有效内化与创

新资源的精准配置，数字化投入难以切实转化为绿色创新绩效。 
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已展开丰富探讨，多数研究证实二者存在显著正向关

联[3]-[5]。在作用机制层面，学者们从内部控制[6] [7]、资源配置[8] [9]、ESG 管理[10] [11]及知识吸收[12] 
[13]等视角进行了多维探索。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机制检验多局限于单一中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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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鲜有研究将知识吸收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并行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知识

创造与资源投入的双重属性，仅依靠单一路径难以完整阐释其传导逻辑。第二，边界条件分析有待深化，

环境规制作为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依托资源基础理论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整合分析框架，同步检验绿色知识

吸收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中介效应，并引入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系统剖析数字化转型作

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与约束边界。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揭示“知识内化”

与“资源优化”的并行传导路径，弥补单一路径研究的局限；第二，验证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

创新关系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为波特假说提供数字化情境的新证据；第三，识别行业与区域的异质性效

应，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趋势。目前主流研究普遍认可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部分研究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细分后发现，数

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赋能效果存在差异。刘亦文和高京淋[14]针对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数

字化转型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效应显著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证实其能够推动企业开展更高质量的

突破性绿色创新。Li 等[15]基于创新链视角的研究同样证实，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绿色专利申请数

量，还可显著改善绿色创新效率与质量。 

2.2. 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围绕传导路径形成了多维度机制解释。在内部控制层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有效缓解绿色创新中的信息壁垒与道德风险。在资源配置层面，郭丰等[16]发现数字化技术能够

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并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张泽南等[17]指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成新轩等[18]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倒逼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 

2.3. 文献述评与研究空间 

综合上述文献，现有研究已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联，并从多重视角

阐释了传导机制。但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间：第一，机制检验多聚焦单一中介渠道，缺少对知识吸收能力

与资源配置效率并行传导路径的整合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知识创造与资源投入双重属性，单一路径

难以完整阐释其赋能逻辑。第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两大中介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知识吸收能力的提

升有助于企业更精准地识别高价值绿色技术方向，从而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配置；而资源配置效率的

改善又能为知识吸收提供更充裕的要素支撑。二者可能存在相互强化或先后次序关系，这一理论可能性

尚未得到充分检验。第三，边界条件分析有待深化，环境规制如何与数字化转型交互作用于绿色创新，

仍需进一步实证厘清。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构建双中介整合分析框架，并引入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

量，以拓展现有理论边界。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 

资源基础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价值提供了支撑。作为一项新型异质性资源，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累必要的要素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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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空间。在外部交易维度，数字技术凭借信息互联互通优势，有效缓解企业与上下游主体及外部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19]。企业可依托数字化渠道及时捕捉市场需求动态与政策导向，

精准锚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方向，减少无效研发投入。在内部运营维度，云端数据处理与智能化生产

系统能够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管理成本与资源损耗，将结余资源导入绿色研发环节。 
从资源供给与融资保障的视角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宽绿色创新的资源供给渠道。在资本市场维度，

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经营数据标准化披露，降低投资者信息甄别成本与风险溢价，提升融资可得性，有

效缓解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20]。在政策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对环保政策的感知与响

应能力，帮助企业获取创新补贴与税收减免等政策资源[21]。 
从知识流动与跨界融合的视角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知识要素的价值创造功能。数字化平台能

够打破组织内部壁垒，提升知识流转效率，推动环境技术、绿色工艺等知识在组织内部快速流动[22]。同

时，数字技术能够打破行业边界，推动跨界知识融合，企业可通过线上研发合作平台强化与产业链上下

游、科研机构及高校的技术联动，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生态圈[23] [24]。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 

3.2. 绿色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知识是企业最具战略价值的核心资源，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植于其创造、整合与

应用知识的能力[25]。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是绿色知识的创造、积累与应用过程。金昕等[26]认为，知识

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有效识别并引进外部知识资源，推动其突破现有技术范式。 
从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赋能逻辑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打通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交互渠

道，加速知识资源的流转交换，持续提升企业对外部异质性知识的甄别、消化与利用能力[27]。数字化信

息体系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为吸收能力的培育提供了资源与场景支撑。从吸收能力赋能创新的传导

逻辑看，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精准识别、吸纳并落地前沿绿色技术与低碳工艺，为绿色技术迭

代提供核心知识支撑[28]。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果高度依赖企业内部的知识转化能力，必须依托成熟

的知识吸收机制，才能将数字化优势转化为实质性创新产出[29]。 
延伸至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数字化转型积累的海量数字资源与行业创新经验，需要通过知识吸收能

力完成内化重构，最终作用于绿色技术研发与低碳生产等环节。Albort-Morant 等[30]指出，知识吸收能力

是驱动绿色产品创新的重要前因。Chen 等[31]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验证，吸收能力对增量型、激进型及

服务型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基于上述逻辑，提出如下假设： 
H2：绿色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3.3.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一项高投入、长周期和高风险的活动，高度依赖企业资源的

有效配置。然而，受限于资源稀缺性与信息不对称，传统模式下企业往往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数

字化转型通过重塑信息处理流程与组织架构，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从内部组织与决策机制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打通各业务系统间的壁垒，促进信息、资源与知识在各

部门间自由流动。戚聿东和肖旭[32]指出，数字化转型正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由垂直化层级向扁平化架构转

型，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激发内生发展动能。谢康等[33]进一步阐释，数字化技术与生产研发过程的融合，

使各部门能够围绕绿色创新目标高效协同，加速了绿色产品从概念到市场的转化。 
此外，高效的资源配置是破解绿色技术创新资源约束的核心路径。张月芳[34]证实，要素高效配置能

集聚绿色创新所需资源，与环境规制形成协同赋能。许汉友和徐逸飞[35]研究发现，高效资源配置能集中

优势资源支撑高难度的实质性绿色创新，通过降本增效释放冗余资源，为绿色创新持续投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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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吸收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潜在关联。知识吸收能

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绿色技术机会，从而引导研发资源向高回报领域集中，提升配置效率；

同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能够释放更多冗余资源，为知识搜寻与内化活动提供要素保障。二者可能形

成“知识识别引导资源流向–资源保障支撑知识深化”的良性循环。然而，受限于研究聚焦于并行路径

的识别，本文暂不构建链式假设，但在理论层面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3.4. 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治理成本、抑制创新。波特假说则从长期动态视角指出，适度的

环境约束会倒逼企业开展绿色研发，长期创新收益能够覆盖环保合规支出[36]。 
环境规制能够改变数字资源转化为绿色创新成果的效率，具备典型的调节变量属性。数字化本身提

供算力、数据等通用技术基础，而环境规制则重塑企业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动机与方向。当环境规制趋

严时，企业面临更强的减排压力，倾向于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放在能耗监测、清洁工艺开发和绿色专利

上，从而强化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若规制力度相对宽松，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绿色导向

的数字化应用，数字化资源更多流向生产流程优化与成本控制等环节，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拉动效果便

会被削弱。杨永杰和阮鑫妍[37]、刘海楠等[38]的实证检验均证实，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强化数字化转型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 剔除金融业上

市公司；(2) 剔除 ST、*ST 类公司；(3) 剔除核心变量严重缺失的观测值；(4) 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数处进行双向缩尾处理。最终获得有效观测值 23,335 个。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取自 CSMAR 数字化转型专题数据库，基于上市公司年报全文文本挖掘构建综

合指数。绿色专利数据取自 CNRDS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严格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绿色专

利分类标准进行标识。地区环境规制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级统

计年鉴。企业财务与治理数据均来自 CSMAR 核心数据库。 

4.2. 变量定义与测量 

4.2.1.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 
借鉴齐绍洲等[39]和李青原和肖泽华[40]的做法，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去除外观设计)加 1 后取

自然对数衡量。选取申请量而非授权量，原因在于授权存在较长审查周期与外部行政因素干扰，申请量

更能同步反映企业当年创新成果。 

4.2.2.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 
借鉴吴非等[41]的做法，采用 CSMAR 数据库提供的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基于企业年报中数字化相

关关键词词频构建，将词频加总后加 1 取自然对数。 

4.2.3. 中介变量 
绿色知识吸收能力(Absorb)。借鉴 Zahra 和 George [42]的扩展框架，本文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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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结合本文研究逻辑，数字化转型首先优化信息获取渠道，主要作用于潜在吸收环

节。具体测度上，以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营业收入)与研发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员工总数)两项指标标

准化后取算术平均值，构建综合指标。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RDEff)。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以研发资本

投入与研发人员投入为投入变量，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产出变量，采用 DEA-CCR 投入导向模型测算，

值越接近 1 表明效率越高。 
需说明的是，两项中介变量虽均涉及研发要素，但理论内核与测算范式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基于投

入强度与人员占比构建，刻画知识识别与消化的基础禀赋；后者采用 DEA 非参数前沿模型测算，刻画既

定投入下的成果转化相对效率。二者理论边界清晰，不存在度量重叠。 

4.2.4. 调节变量：环境规制(ER) 
参考傅京燕和李丽莎[43]和任晓松等[44]的测算方法，选取单位工业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

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三类污染强度指标，先做反向标准化处理，再运用熵值法赋权加权，得到地区环境

规制综合指数。 

4.2.5. 控制变量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营业收入

增长率(Growth，本年营收/上年营收 − 1)、公司成立年限(Age，当年年份 − 成立年份 + 1 取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SOE，国有控股为 1)、管理层持股(Mshare，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

会人数自然对数)、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周转率(ATO，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经营亏损(Loss，净利润小于 0 为 1)。全部变量定义汇总于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度说明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GTI 绿色专利申请量加 1 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 数字化关键词词频加 1 取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绿色知识吸收能力 Absorb 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人员占比标准化均值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RDEff DEA-CCR 模型测算研发全要素生产率 

调节变量 环境规制 ER 熵值法测算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收/上年营收 − 1 

公司成立年限 Age 当年年份 − 公司成立年份 + 1 取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为 1，否则为 0 

管理层持股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总人数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经营亏损 Loss 净利润小于 0 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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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企业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4.3.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假设 H1，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0 1GTI DIG Controlsit it k it i t itα α α µ λ ε= + + ∑ + + +  (4-1) 

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 iµ 、 tλ 和 itε 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1α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若 1α 显著为正，则假设 H1 成立。 

4.3.2. 中介效应模型 
参照江艇[45]提出的两步法识别思路，放弃传统逐步回归法。第一步通过计量回归验证数字化转型对

中介变量的正向作用；第二步依托成熟理论推导中介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0 1DIG Controlsit it k it i t itM β β β µ λ ε= + + + + +∑  (4-2) 

其中，Mit 依次代入绿色知识吸收能力(Absorb)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RDEff)。若 1β 显著为正，且第二步理

论推演成立，则中介机制成立。 

4.3.3. 调节效应模型 
为检验假设 H4，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及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 

 0 1 2 3GTI DIG ER DIG ER Controlsit it it it it k it i t itδ δ δ δ δ µ λ ε= + + + × + + + +∑  (4-3) 

交互项构造前对 DIG 与 ER 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若 δ3 显著为正，则假设 H4 成立。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TI 23,335 0.689 1.044 0 7.918 

DIG 23,335 1.648 1.415 0 6.306 

Size 23,335 22.29 1.297 19.52 26.45 

Lev 23,335 0.415 0.195 0.0320 0.910 

Growth 23,335 0.139 0.352 −0.673 5.076 

Age 23,335 2.967 0.319 1.099 4.234 

SOE 23,335 0.298 0.457 0 1 

Mshare 23,335 0.158 0.199 0 0.704 

Board 23,335 2.103 0.198 1.609 2.708 

Top1 23,335 0.332 0.145 0.0750 0.758 

ATO 23,335 0.593 0.351 0.0470 2.645 

Loss 23,335 0.104 0.30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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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绿色技术创新(GTI)的均值为 0.689，标准差为 1.044，最小

值为 0，最大值为 7.918，表明企业间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差异显著，呈现右偏分布特征。数字化转型(DIG)
的均值为 1.648，标准差为 1.415，部分企业数字化指标取值为 0，表明仍有企业尚未布局数字化业务。控

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均值为 22.29，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0.415，产权性质均值为 0.298 (国有企业占比

29.8%)，经营亏损均值为 0.104 (约 10.4%的观测样本处于亏损状态)。所有变量统计特征与 A 股上市公司

主流文献结论基本吻合，样本具备良好代表性。 

5.2. 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DIG)与绿色技术创新(GTI)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

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越具优势。多数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显示，所有变量 VIF 最大值为 1.654，均值为 1.251，远低于临界值 10，表明模型

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5.3.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1)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模型(2)进一步纳入全部控制变量，两组模

型均控制个体与年份固定效应。模型(1)中数字化转型(DIG)系数为 0.0331，在 1%水平显著为正。模型(2)
纳入控制变量后，DIG 系数为 0.0273，仍在 1%水平显著为正，系数小幅下降符合预期，表明剥离企业异

质性干扰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稳定存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增

长率、管理层持股均显著为正，经营亏损显著为负，均符合理论预期。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H1。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GTI (2) GTI 

DIG 0.0331*** (0.0070) 0.0273*** (0.0071) 

Size  0.0793*** (0.0145) 

Lev  0.0261 (0.0491) 

Growth  0.0300** (0.0138) 

Age  −0.1054 (0.0970) 

SOE  0.0116 (0.0337) 

Mshare  0.1556*** (0.0593) 

Board  −0.0289 (0.0452) 

Top1  −0.126*** 

ATO  −0.029*** 

Loss  0.060*** 

_cons 0.6346*** (0.0123) −0.8255** (0.419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23,335 23,335 

R2 0.6281 0.62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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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稳健性检验 

5.4.1. 替换解释变量 
借鉴赵宸宇等[46]的指标构建思路重新测算数字化转型指数(DIG1)。如表 4 模型(2)所示，更换测度方

式后，数字化转型指数回归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表明核心结论不受解释变量

测度方法干扰。 

5.4.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专利授权量重新回归。表 4 模型(3)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系数为

0.0195，在 1%水平显著为正，证明核心结论不受被解释变量测度视角影响，具备较强可信度。 
 
Table 4. Robustness tests for replacement variables 
表 4.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基准回归 
GTI 

(2) 替换解释变量 
GTI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GTI1 

DIG 0.0273****** (0.0071)  0.0195*** (0.0065) 

DIG1  12.5998*** (0.1142)  

Size 0.0793*** (0.0145) 0.0087 (0.0098) 0.0501*** (0.0134) 

Lev 0.0261 (0.0491) −0.0157 (0.0334) 0.0755* (0.0442) 

Growth 0.0300** (0.0138) 0.0249*** (0.0095) 0.0298** (0.01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3,335 23,335 23,335 

R2 0.6295 0.8203 0.5992 

5.5. 内生性检验 

本文内生性风险主要源于反向因果、遗漏变量与测量误差。为缓解内生性偏误，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2SLS)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借鉴肖土盛等[47]的方法，选取同省份同年度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

(peer_DIG)作为工具变量。 
 

Table 5. Results of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 5. 工具变量法结果 

变量 (1) 第一阶段 
DIG 

(2) 第二阶段 
GTI 

peer_DIG 0.2207*** (0.0450)  

DIG  0.5664** (0.22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23,335 23,335 

R2 0.8088 −0.4438 

F 值 23.42  

Kleibergen-Paap rk LM 28.389  

Cragg-Donald Wald F 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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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所示，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 peer_DIG 对 DIG 的系数为 0.2207，在 1%水平显著为正，F
统计值为 23.42，远大于临界值 10，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中，DIG 系数为 0.5664，在

5%水平显著为正。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28.389，显著拒绝识别不足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与 Kleiberq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均高于 Stock-Yogo 临界值，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有效性。综合检验

结果，在剥离内生性干扰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5.6. 进一步分析 

5.6.1. 中介效应检验 
表 6 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知识吸收能力的回归

系数为 0.0069，在 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知识吸收能力。第(2)列显

示，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0029，同样在 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能

够显著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依据江艇两步法识别思路，第一步实证检验已确认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

量的正向作用。第二步依托理论推导，绿色知识吸收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识别、获取与转化外部绿色

技术知识，为绿色创新提供知识基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则有助于释放研发产能、提高绿色创新

产出转化率。综合两步法检验结果，假设 H2 与 H3 得到验证，绿色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在

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 
 
Table 6.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Absorb 

(2) 
RDEff 

DIG 0.0069*** (0.0024) 0.0029*** (0.0009) 

Size 0.0057 (0.0055) 0.0622*** (0.0018) 

Lev −0.1065*** (0.0180) −0.0213*** (0.0067) 

Growth −0.0115** (0.0045) −0.0016 (0.00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19,257 23,335 

R2 0.8850 0.7844 

5.6.2. 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7.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GTI (2) GTI 

DIG 0.0273*** (0.0071) 0.0218*** (0.0076) 

ER  −0.1123 (0.2265) 

DIG × ER  0.3404** (0.16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23,335 23,335 

R2 0.6295 0.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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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报告了调节效应检验结果。第(2)列显示，在引入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后，DIG 系数为 0.0218，
在 1%水平显著为正。交互项 DIGxER 的系数为 0.3404，在 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

型驱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 得到支持。从经济意义看，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

1 个单位，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增强 0.3404 个单位。该发现印证了波特假说在数字化

转型情境下的适应性：环境规制作为外部制度压力，能够引导企业将数字化转型释放的创新资源更多地

配置于绿色技术领域，强化数字化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 

5.6.3. 异质性分析 
(1) 行业异质性。依据行业污染特征将样本划分为高污染与非高污染两组。表 8 结果显示，高污染企

业组 DIG 系数为 0.0610 (1%显著)，非高污染企业组系数为 0.0229 (1%显著)，高污染企业系数明显更大

(组间系数差异约 0.038)。表明高污染企业面临更严苛的环境合规压力，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绿色创新的

动机更为强烈，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更为突出。 
 
Table 8. Industry heterogeneity results 
表 8. 行业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高污染企业 GTI (2) 非高污染企业 GTI 

DIG 0.0610*** (0.0167) 0.0229*** (0.00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5953 17,382 

R2 0.6049 0.6395 

 
(2) 区域异质性。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组进行回归。表 9 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DIG 系

数为 0.0289 (1%显著)，西部地区系数为 0.0446 (5%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 0.0118 (不显著)。效应呈现

“西部边际效应最强、东部显著性最稳健、中部尚未显现”的梯度特征。从数据上看，西部地区的系数

值最大(0.0446)，这可能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数字化改造的空间较大有关，即所谓“后发优

势”——该地区企业可通过跨越式采纳数字技术实现绿色技术的快速追赶，但这一解释需结合西部样本

企业的具体行业分布加以审慎对待；东部地区效应稳定(系数 0.0289，显著性水平最高)，可能依托于其完

善的市场化创新生态与充足的创新资源储备；中部地区效应尚未显现(系数 0.0118，不显著)，可能源于该

地区在政策激励强度与创新资源禀赋方面均处于相对弱势，政策支持力度与区域创新资源梯度差异并存

的格局，制约了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效应的释放。 
 
Table 9.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sults 
表 9. 区域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东部 
GTI 

(2) 中部 
GTI 

(3) 西部 
GTI 

DIG 0.0289*** (0.0083) 0.0118 (0.0181) 0.0446** (0.02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6,870 3848 2613 

R2 0.6343 0.6526 0.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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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

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基准回归与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

持该结论，且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表明数字化转型是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

力量。 
第二，绿色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并行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宽知识搜寻边界、促进知识内化重构，以及优化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转化效率，构成“知

识积累”与“资源优化”两条差异化传导路径。二者互为补充，共同阐释了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的

内在机理。 
第三，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作为外部制度

压力，能够引导企业将数字化转型释放的创新资源更多地配置于绿色技术领域，实现制度压力与技术能

力的协同增效，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数字化情境的新证据。 
第四，驱动效应呈现显著的行业与区域异质性。高污染行业效应强于非高污染行业；西部地区边际

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显著性最稳健，中部地区效应尚未显现。这一发现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

据。 

6.2. 对策建议 

政府层面： 
第一，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持续加大对 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

尤其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性布局，缩小区域数字鸿沟。结合“东数西算”工程，推动西部地区数字

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同时着力破解中部地区因资源不足导致的驱动失灵困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须遵

循绿色化导向，防范基础设施扩张带来的新增碳排放。 
第二，强化环境规制的引导与激励功能。统筹运用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三类环境规

制工具，构建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互支撑的复合体系。在命令控制层面适度强化排放标准执行力度，在

市场激励层面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绿色信贷等工具的覆盖范围，在公众参与层面完善环境信息公开与环保

信用评价机制。环境规制政策应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协同设计，实现制度压力与技术赋能的协同增效。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产业与区域政策。将高污染行业确立为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推进的重点领域，

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激励等政策工具加大支持力度。在区域维度，关注中部地区的政策洼地问题，

在中部崛起战略深化实施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创新扶持，推动形成东中西部各展所长、梯度

协同的绿色创新格局。 
企业层面： 
第一，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系统部署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构建数字化研发平

台与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确保数字化投入切实转化为绿色技

术创新产出。同时强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为持续转型提供人力保障。 
第二，提升绿色知识吸收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提升研发人员占比，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拓

宽绿色知识搜寻边界。构建数字化知识管理系统与共享平台，促进跨部门知识流动。积极构建开放式绿

色创新生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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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借助数字技术推动研发管理从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引入研发项目管

理系统与智能决策支持工具，构建跨部门研发资源共享平台，形成数据驱动的研发决策模式。建立常态

化效率监测机制，定期评估研发投入产出比，持续提升绿色创新产出转化率。 
第四，主动响应环境规制。将环境规制纳入战略决策框架，前瞻布局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信息

披露与绿色品牌建设，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信贷等市场化工具，拓宽绿色创新融资渠道。关注

规制强度动态变化，在规制趋严背景下持续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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